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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 年底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革命浪潮从北非国家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群众提

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

等。本文以埃及抗议活动为例，从利益结构失衡论、制度供给不足论、心理落差论及地缘政治论等政

治学角度出发，分析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若干可供选择的转型模式。在此基础上，通

过揭示中东国家民主政治转型中遇到的困难，说明在中东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普适

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 

关 键 词：埃及；威权主义；政治变革；民主转型；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李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4-0040-10        中图分类号：D73/77.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和上海市

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2010 年 12 月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抗议浪潮从北非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突尼斯、阿

尔及利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和利比亚等国相继发生群众抗议事件，纷纷示威反对独

裁统治。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

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从全球范围看，这无异于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大调整、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生在该地区的一次“板块地震”。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浪

潮正呈现难以把握的外溢效应，它使贫困、社会不公和独裁等问题暴露无遗，并与美国在该地

区的政治存在日渐衰弱结合在一起，对中东地区及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

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地区，如何确立世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困扰中东各国发展的

一大政治难题。尽管阿拉伯民众通过抗议活动推翻了原本相当稳固的专制政权，但在动荡之后，

这些国家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秩序，实现成功的政治转型仍是个艰巨的任务。本文从埃及

抗议事件产生的原因入手，通过探讨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尝试提出若干可供选择

的转型模式，进而揭示中东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困难及前景。 

 

一、埃及剧变产生原因的政治学分析 
 

2011 年 2 月 12 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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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8 天的抗议活动终于以穆巴拉克的下台宣告结束，标志着穆巴拉克时代的终结。在一个

“中东强人”逐渐消失的时代，接受考验的不仅是埃及、突尼斯，同样也包括所有中东地区国

家。是什么原因使向来较为稳定的埃及世俗化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这些现象给我们怎

样的启迪？下文将从政治学角度对埃及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1.利益结构失衡论 
古典政治学集中讨论“良政善治”的意义和条件，并运用结构分析方法，论证了公平正义

的制度安排对于良好秩序的重要意义。按照古典政治学的观点，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和好的社会

秩序，应该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是造成社会

不满、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抗议和社会冲突的根源。由于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

经，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

己的伦理观念”
[1]434

，因此，客观的利益结构失衡和利益关系紧张也在社会阶层成员的心态、

价值观乃至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中得以体现。 

利益结构一旦失衡，抗议活动便随之而来。它通常发生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里，是社会政治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产生动乱的

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以及社会力量全面失衡，如当局的专制、腐败、

无能和暴虐，政治统治能力的衰退，官方意识形态的崩溃等。它们几乎都是独裁、专制政府，

腐败问题长期存在，即将到来的民主进程被侵占，从而诞生了由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支撑的专制

政权，一些国家政府甚至还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结盟。
[2]
由于失衡的社会缺乏自我调整和修正

的能力与机会，极易使大量新增的政治参与行为溢出现行政治框架之外，随着这些行为广泛、

迅速、猛烈的地扩张，最终摧毁超负荷的现行政治结构。同时，现行的传统社会政治制度过分

僵化以致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应变能力，不能容纳当前迅速膨胀的参与行为，从而导致社会成员

普遍而严重的抗拒行动以及“爆炸性参与”。埃及抗议事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成员过高的政治

期望与政府的过分低能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有时候是由于后者的增速低于前者而造成的

相对的和动态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结构性机能调整。  
长久以来，阿拉伯世界死气沉沉。埃及的革命正设法令其复兴。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阿拉伯人开展反殖民斗争，领导人有自己的立场、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设定了建

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反抗外国统治的任务。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伟大的事业——泛

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虽然不都是成功的，但都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然

而，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志，阿拉伯政治销声匿迹了。除了等着看别的国家准备怎么做，阿拉

伯各国政府没有明确和有效的方法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它们奉行的政策又违背了民众

的意愿。
[3]
在埃及抗议活动发生前，埃及已经丧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曾经是地区大

国的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不断下降。埃及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见踪影，对伊朗政策一直限于抗议、

抨击和侮辱；埃及在与叙利亚的较量中没有占到上风，在争夺对黎巴嫩的影响时也输了；埃及

对阿以和平进程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而在以色列围困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时，埃及被该地区

广泛视为与以色列串通一气。事实证明，阿拉伯领导层是消极被动的，这与阿拉伯阵营力量的

下降有关。 
2.制度供给不足论 
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发展研究中，现代化与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家们关注的

中心议题。社会稳定不过是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达到相对平衡的结果或状态。相对而言，社会

需求是更加积极的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制度供给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随着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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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不断调适。在现代化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社会各种要素急剧变化，极大地激

发了人们的社会需求，使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出现严重“不适应”，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

此，实现社会稳定的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于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制度“扩容”，为不断变动

之社会需求的表达和实现提供可容纳的制度框架和空间。依照这种理论可以判断，如果一个社

会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那就说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出了问题。 

埃及的政治制度为总统独大制，其基本特征是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司法相对独立，新闻

有限自由，它与埃及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过程基本适应，总体上有利

于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下，

若精英阶层不能对传统文化和制度进行反思，那么局势动荡就在所难免。此外，埃及政府的几

次修宪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彻底地打开了控制这场洪水的最后闸门。革命给不发达国家

的受压迫和被剥夺的民众提供了一种非程序化和自主的政治参与空间，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像在革命时期那样以历史前进中的主动因素和新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随着社会成员

的信仰、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等变化，大众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与顺从、忍让

阈值相关的社会成员的不满足感、挫折感、疏离感和敌对情绪的滋长，最终导致抗议事件的爆

发。 

3.心理落差论 
当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学派十分关注人们的心理动机，旨在研究什么样的动机会促使一个

人卷入暴力活动之中。该学派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受其心理支配，而个体心理的倾向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和感知；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这是人们投入叛乱或暴动的心理根源。美国学者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曾在《人

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到一个关键概念：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以解释政治生活

中的集体暴乱。他的结论是，人们是否投入叛乱取决于他们对心理期望值（Value Expectations）
和实际实现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差距的理解，即人们对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差距的认

识。[4]35-52对于当政者来说，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人们的期望值在增加，而满足需求的能力在下

降。这种观点在“J 曲线理论”①中得到了积极回应。 
21 世纪以来，埃及政府为解决经济持续低迷的问题，接连在 2004 年 7 月和 2005 年 12 月

两次重组内阁，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肩负起振兴埃及经济的重任，埃及由此进入

“第三代经济改革”，它“依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紧跟全球经济的步伐，增强国家与公民

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

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5]69然而，

这一政策并没有给埃及的政治体制带来良好效果，却给埃及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即高通货

膨胀率（2008 年 11.7%、2009 年 16.2%、2010 年 11.7%）和高失业率（2008 年 8.1%、2009 年

9.0%、2010 年 9.2%）。[6]改革的失当造成财富分配不均，过分的两极分化，导致埃及经济凋敝、

通货膨胀、失业率骤升、社会福利保障严重缺失。其中 90%的失业者是青年，促使年轻人成为

这次动乱的主力军。埃及 8000 万人口中，有近一半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无疑在民众中产

生严重的心理落差，收入悬殊和分配差距的拉大刺激了人们无视历史进步的事实，从而形成社

会不满心理，最终导致埃及抗议事件的发生。 
4.地缘政治论 
地缘政治学属于生态政治学范畴，通常指政治现象中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① 该理论认为，社会暴力事件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政府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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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环境看，埃及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显然是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

的鼓舞，这就是所谓的周边国家发生革命的“示范效应”。近 20 年来，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

长，国际形象开明，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持续偏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

突尼斯的就业环境日趋恶化。虽然本•阿里在执政期间为突尼斯的经济成长作出过不少贡献，

但其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家族、不容忍不同意见、不重视民众的改革呼声等，都成为政变

发生的主要原因。可见，在人民的意愿面前，阿拉伯世界那些国王、埃米尔和总统们都不再是

刀枪不入的。[7]
当世界在改变、在进步时，阿拉伯国家无法置身事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理应

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试图用空话和表面文章来应付广大民众。  
从国际环境看，国际政治的严重危机，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削弱加速了埃及政治变

革的进程。约瑟夫·奈在其新著《权力的未来》中提出“权力扩散”理论，称当今所有国家所

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事情的发生是它们无从掌控的，即使对最强大的国家而言，也

是如此。[8]67-81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自然是指美国。近年来，美国中东战略体系面临重重危机，其

对中东地区控制力不断下降。伊拉克战争的巨额耗费极大地拖累着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

步削弱了美国实力。同时，在如何打破巴以和谈僵局、推动两国方案等问题上，美国已无能为

力。美国的中东战略政策之所以陷入危机，是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前者指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其国家利益，为此，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无论它是传统君主制国家，还是世俗的共和制国家，并竭力维护相互间的稳定关系；后者指美

国处处标榜民主，鼓动并支持一切反政府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并为此制定了“大中东民主改

造计划”，频频向中东盟国施压，推动美国式的改革。在此次埃及变局中，美国政府对待穆巴

拉克政权和示威民众的态度表现得摇摆不定，正说明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冲突在

于它既不愿意放弃民主的大旗，又不愿意放弃亲美政权。这种内在矛盾一方面导致了美国的中

东政策屡屡失败，另一方面构成了中东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 
本质上，这次抗议浪潮的根源还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内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长期执政

中不仅用尽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独立”等为阿里、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提供了统治的充分合法性），而且逐渐陷入系统性的贪腐，在国家治理上

缺少创新，显得愈加无能；他们解决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远远少于新增加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

盾，而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其实早已使这些国家到了社会危机的地步。中东北非地区很久以

来似乎就是世界政治中的“不毛之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范围（包括非洲大陆本

身）的民主化潮流，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却仍然没有跟进改革其过时的政治体制，失去了重

大的政治革新的机会。不管欧亚非三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多大变化，出现过多少风起云涌的人民

运动，而阿拉伯世界好像始终没有参与这段历史，甚至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9]如今，政治变

革的大潮将这些局势动荡的中东国家推到风口浪尖上，迫使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思考本国政治转

型的前景，从而选择适合的转型模式。 

 
二、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及模式 

 

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是在对以往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修正

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在比较政治学发展理论上的开创性研究。1960 年，普林

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出版了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一书，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向，学者们纷纷前往非洲、亚洲、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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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东地区研究“发展”。政治转型关注的对象不仅有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南欧、俄罗斯、东

欧等“新兴国家”。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政治转型更加侧重于关注这些国家在完成经济体制

转型之后，能否出现政治转型、如何出现政治转型、转型之后能否出现巩固的民主等内容。纽

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普沃斯基做过这样的描述：“转型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和国。民主转型的

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在这样的政治体系内，相关的政治力

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度博弈，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10]36 

一般认为，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要经历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以及

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而只有经过民主巩固期——国家接受了民主作为各个阶层、集

团解决社会冲突的调节机制，并愿意和主动接受有民主体制安排所带来的各种结果，政治转型

才可谓成功。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讲，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

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要同时关注以下两点：一是看其能否有利于真正

扩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体现多数意志；二是看其能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力。两大标

准缺一不可。普沃斯基指出，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日程的转型时期内，有可能出现各种

变数。在转型论者的理论期待中，民主化转型过程是不确定的且极具复杂性；即使发生了民主

转型，民主巩固也是长期而艰难的；同时，民主化的“路径”也具有多种可能性。[10]61 因此，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治转型并非直接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应沿着经济发展—

—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渐进路径前行。 
转型路径的选择是当前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政变后的中东国家，应该选择哪条路径呢？

以中东国家现存的三种政权组织模式为例：有以动荡前埃及为代表的军人主导的世俗化加个人

长期执政模式，即“个人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有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高度世俗化的亲西方模式；

还有以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度模式。 

所谓“土耳其模式”，是指在伊斯兰教政府的统治下生气勃勃，独立自主，显示了伊斯兰

教是可以和现代化和睦共处的。从政教合一，到全盘西化，再到伊斯兰复兴，最后在民主政治

与伊斯兰传统的平衡中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土耳其长达 80 年、并仍在继续发展的政治转型

是中东国家的一个典型。总理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已经在该地区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如

在 2010 年 6 月以色列对土耳其慈善机构组织的加沙支援舰队的致命军事袭击上采取了强硬的

外交立场等事件，逐步强化了土在一般阿拉伯人中的形象。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自从

1923 年建立共和国以后却一直深受凯末尔倡导的世俗化主义影响以及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因

此，土耳其在 20 世纪的多半时间中有意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疏远，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

俗化的欧洲国家。20 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土耳其国内开始兴起“政治伊斯兰”风潮。这种风

潮的出现让土耳其许多政治派别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去伊斯兰化运动并没有将伊斯兰的影响

从土耳其社会中全面铲除。事实表明，伊斯兰政治势力依然代表着土耳其巨大的社会力量。2005
年以后，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失望，促使其开始转回中东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特

别是随着土耳其国内较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对外交事务发挥的影响日益加强，埃尔多安总理的

前顾问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教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终于开始转

向，集中精力发展与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新政府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全面复兴伊斯兰

文明，清洗欧洲殖民文化，再造土耳其的地区强权。 

所谓“沙特模式”，是指它所要实现的民主化，既非东方的“共产主义”，也非西方的“自

由民主”，而是带有伊斯兰教特征的“伊斯兰民主”。沙特阿拉伯是由沙特家族高举着伊斯兰瓦

哈比教义的旗帜，在阿拉伯半岛上通过部落征服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建国以后，创立了以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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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为核心，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被誉为“沙特现代化之父”的国王费萨尔早在 20 世

纪六十年代就领导沙特进行了一场现代化改革，改革起源于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

矛盾运动，是王权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费萨尔吸收新兴阶层参与政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

变了沙特实行伊斯兰君主制，也没有削弱沙特的王权，国王直接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政府机构。

费萨尔为改革确立了“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沙特仍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

伊斯兰国家。他政治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官僚体系来维护沙特家族的长久统治。费萨尔国王

曾明确指出：“我们要伊斯兰，不要东方的主义，也不要西方的主义”。[11]无论沙特怎样发展，

它始终保留了完整的伊斯兰特性。费萨尔国王及其后的沙特统治者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

民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现已取得良好的效应。 
在埃及抗议事件爆发后，几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都对埃及投以了相当多的关注。沙特希

望埃及保持稳定，使自身的君主制免受巨大冲击；土耳其希望埃及进一步实施民主改革，进一

步世俗化；伊朗则期望宗教力量能在埃及掌权，并号召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紧紧团结在宗教领袖

周围，共同对抗西方侵略政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表示愿意保持伊斯兰特色的民主改革和政体，

而不是完全西方化的民主。他们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连锁崩溃”，海湾富国甚至毫不犹豫地

掏腰包、拨巨款支援“穷阿拉伯兄弟”渡过难关。埃及该选择哪种模式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

程，无疑是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纵观 20 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在 100 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 20 多

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

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

色区域”[12]。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

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之所以如此，主要

是由威权政权的转型特点决定的：在转型过程中，主要政治行为者包括前威权政权内部的强硬

派和改革派、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它们之间相对的力量、地位和战略互动构成了不

同的转型方式。威权政权中的改革派试图通过自由化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却不被强硬派所

接受。在民主反对派中，温和派愿意与威权政权的精英进行谈判，但激进派却拒绝合作。这样，

当强硬派与改革派结盟、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时，就会形成两个对立的联盟，双方必然发生激

烈冲突，威权政权或是保存下来，或是遭到解体。如果改革派与温和派结盟，并在斗争中占据

了上风，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当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而改革派又同温和派结盟时，将出

现无保证的民主。当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温和派又与改革派结盟时，将出现威权政权的自由

化。[10]49 可见，政治转型的展开通常伴随一连串的协商、妥协的过程。当各方能够找出一种制

度安排——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在民主竞争中受到过多损害——的时候，民主化才有可能。 

 

三、中东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困难及其三大因素 
 

埃及事件代表着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典型。这场已席卷多个国家的动荡，体

现了阿拉伯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内部危机。虽然埃及、突尼斯等共和制国家经过了多年的政治民

主化改革，正在逐渐健全宪政民主形式，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机制，使政治制度更

加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形势，但这些国家尚未改变执政党长期占主导地位和总统个人集权

的政治格局。普遍而言，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军人统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权主义

模式，它们都没有在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方面作出什么贡献。”[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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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这波动荡说明，原本的强人政治或者说威权政治已经不行了，但民主政治也未必行

得通。”事实上，从 1972 年到 2003 年间，77%的威权主义政府权力更迭产生了新的威权主义

政府，只有 23%的转型产生了民主。[14]更何况，这场发生在信息时代的抗议行为所带来的最大

问题是，没人知道未来的走向。传统的民权运动通常需要极高的组织性和行动纲领，凭借精确

性和纪律性对现存秩序形成挑战。但在以突尼斯和埃及为首的事件中，参加者在组织性和制度

性上极为松散。与传统的革命具有很大的不同，民众只是被贫穷、失业和不公点燃愤怒，目标

也仅限于推翻现政府，因而难以在一时间形成较为明朗的局面。具体而言，中东国家的政治转

型面临以下困难，包括经济因素、地区因素和宗教因素。 
1.经济因素。通常情况下，转型国家总会面临一定的经济困难和经济政策选择问题，其核

心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海哥德和考夫曼认为，新民主国家经济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分配

问题。当威权政权的限制被排除后，过去的分配冲突重新出现，导致过去被压制群体的要求爆

发，这些要求同时也伴随着过去优势团体为了确保自己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大量的利益要求是

新民主政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15]281 普沃斯基也指出，新民主政权的维持依赖其经济表现。大

多数民主转型的国家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那些对公众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将因民众抗议而

不得不修改经济改革计划，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一方面，这使得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大众抵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等运动，将导致政府可能回到威权主义。[10]154于是，

从经济危机中转型而来的政府，既面临着改革的机会，也面临着政治困境。对于刚实行民主制

度的国家来说，让经济继续运行在成长轨道至关重要，而这意味着新领袖可能需要与那些曾经

受益于前政权甚至前政权内部的人合作。当行政机关具有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政策计划时，则有

可能破坏民主的巩固。可见，在建立过渡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权衡的方面很多：政府权力过大

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权力不足又无法有效阻止建设繁荣的包容性社会所必须的群体行

动，也无法保护弱者不受权势部门的压制。[16]  

2.地区因素。民主化有很多明显的共性，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伯恩斯指出，地区因素

对民主化的某些方面没有影响，对另一些方面却是关键。[17]203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

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所处环境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成为转型

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埃及等北非国家属于中东体系，是当前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演变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中东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

主义的“遗产”,从诞生伊始就带有内生的缺陷，并非完全独立的体系。同时，由于中东社会

所独具的宗教文化特质和共同的历史经历，中东的国际体系又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的特色。

鉴于此，埃及等国的政治转型毫无疑问会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 
3.宗教因素。民主化是一种制度变迁，无论突发式的还是渐进式的，这一变迁都不可能脱

离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即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伊斯兰教是一种涉世性极

强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是其根本特点。在伊斯兰看来，反抗暴政不仅

是一项天赋权利，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宗教义务。伊斯兰教认为，一个地方发生革命是由于

那里长期存在着暴政和过分的压迫。当一个政权违背真主的神法并且把人民当作奴隶和牲口加

以对待时，它就不再是合法权威，而是暴政和暴君，人民理应凭借真主先前赋予他们的神圣代

治者身份和反抗权进行推翻和废黜。事实上，在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真主统治之下，人民有

权管理自我、安排自己的制度、组建自己的政府、选择国家领导人并且参与制定国家重大决策。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幸福并且对这些目的负有责任，如果它本身违背了这些

目的并且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利益，那么变革这种政府就不仅符合民意，而且也符合神意、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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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法、顺应历史，同时在道义上必然是正当的。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导致中东伊斯兰国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

因素这一干预变量表现为较强的惰性力量，阻滞了民主化进程。中东伊斯兰国家民族文化与现

代民主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对抗。[18]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由伊斯兰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内容组合而成。它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存在并产生政治作用，具有所有

政治体系生存发展的共性，而它的宗教性、历史性和在各时期生存的社会背景又赋予它中东传

统宗教政治的个性，这就决定了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它与世俗民主政治的根本对立。这种传统

宗教政治在思想理论、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适应，与全球化趋

势也不融合，因此在实践中产生了尖锐矛盾和诸多问题。这种不相融性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政

治作用。 
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观念趋于世俗化。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

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是各个时代埃及民族性的核心因素，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宗教

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穆斯林内部并不具有同质性，苏非派倾向于视伊斯兰教为一套宗教

修持的象征，赛莱菲耶派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套必须严格遵守的生活规范，穆斯林兄弟会则视伊

斯兰教为一种社会政治体系。在埃及政变中，异军突起的不仅仅是过去合法存在的反对党，还

有极端的伊斯兰政党。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它拥有 80 多年的政治奋斗历史，虽被穆巴拉克

政府以“非法组织”名义取缔长达 30 年，但现已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因其“非

法”身份从埃及政变一开始没有出头露面，但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逐步走向

历史舞台。2011 年 2 月 22 日，穆斯林兄弟会组织正式宣布组建新政党——埃及“自由与公正

党”，通过扩大和吸收党员，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虽然新政党表示无意于争夺国会多数席位，

也不打算提出总统候选人，但如果大选自由和公开，兄弟会事实上可望获得国会 30%的席位。

如果这样，兄弟会将坚持建立以来的最高奋斗目标——伊斯兰是建国大纲。由此可见，伊斯兰

教尤其是政治伊斯兰在本轮北非动乱中虽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伊斯兰教将作为一

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宗教集团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削弱其对政权的向往。尽管在穆

巴拉克时期，兄弟会早已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蒂尔玛沙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

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合法政治斗争，但不容小觑的是，兄弟会

内部在政治战略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选择在“自由与公正党”的参与下选择一种过渡

的军事民主，另一部分人则拒绝自毁名声以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此外，兄弟会还不得不面

对其他教派的牵制与影响。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国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陷入失望与迷茫的民众往往习惯于从传统宗

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美好理想的答案。各国政治反对派利用宗教推波助澜，也会使更多

的民众“回归宗教”。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

线险些颠覆民族主义政权和土耳其伊斯兰繁荣党执政，到近年来埃及、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

广泛参政和 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并执政等，都表明非世俗化在中东国家

有重新泛起的势头。本质上，伊斯兰教与“世俗化”是背离的，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一个入

世性极强的宗教，其经典《古兰经》不仅规定了认主独一、笃信安拉等六大宗教信条，规定了

五大功课和有关的宗教礼仪，而且它本身也是确立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的根据，同

时，它还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准则。可以说，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相比，中东世俗制国家的局

势之所以动荡不安，伊斯兰因素占据很大的成分。埃及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代表着埃及

政治的发展方向，但是社会的传统因素和传统政治文化相当强大，在保守的老百姓眼中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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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西化”之嫌，故其社会基础相当薄弱。 

近年来，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宗教极端势力可能借变局上位。2003 年美国发

动伊拉克战争，却出乎意料地帮助伊朗提升了战略地位，为伊朗消灭了一个宿敌，推翻了伊拉

克逊尼派政权，什叶派跃居伊拉克主导政治力量。甚至近 10 余年来美国视为大敌的基地组织，

究其起源，也是当年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用以抵御阿富汗苏军的。埃及抗议事件发生后，伊朗官

方就表示将中东各国的抗议行动定性为“反对世俗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欢呼“一个基

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19]依照美国的规划，埃及将来的政权必须以最亲美的军方

为基础，配合民主党派甚至民主人物，如巴拉迪组成政府，兄弟会当然不会被排斥，但稀释其

力量、限制其发展显得尤为迫切。看来，对埃及等政变国家来讲，要把汹涌的抗议浪潮转化为

国家政治生活常态，将临时的设想变为法定的秩序，必须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反复讨论。不

同的阶层和宗教教派的差异，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再加上外力的推动或阻滞，要组成一

个有效的联合政府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四、结语 
 

自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

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或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中东国家没有抓住政治革新的

机会，始终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严重阻碍了历史

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从而导致埃及等国家的政治动荡。埃及原来的政治模式具有鲜明的“个

人威权主义”色彩，其统治规则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促进他

自己垄断权力的目的，并且拒绝给与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因此，民众通过

抗议活动推翻现政权，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很高。然而，威权主义政体的结束并不一定意味着

民主化的开始，因为它很可能只是让位于另外一个威权主义政体。如果说民主转型通常由一个

政治事件而引发，那么，转型后的民主巩固却不仅仅是一个变革事件，更主要的是民主在社会

整体中稳定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需要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

多方面的、综合的协调发展，才能得到巩固和持续。因此，对于埃及等中东国家来说，推翻一

个独裁者仅仅是民主的第一步，建立并巩固民主制度，往往更艰难、更重要。不论如何，中东

国家都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特别是不能忽略伊斯兰教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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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A Case of Egypt 

LI  Yi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10, the revolution that requi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swept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 protesters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 
demand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r king to step down, fair elections, government reshuff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tics,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ample of Egyptian protest,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ory, 
systems theory of insufficient supply, the psychological gap theory and the geopolitic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ry to find an alternative transition 
model. On this basis, by reveal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riter thinks that the success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eds to 
integrate ident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coordinate the uniqueness and local nature. 
Key Words   Egypt;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Change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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